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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与突破：自动驾驶地方先行立法的试验型进路

郑　 琳
（大连海事大学 法学院，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６）

　 　 摘要：自动驾驶商业化部署所面临的法律障碍，亟待立法予以回应。 在中央立法条件还不完全成熟的情况下，
即使是没有地方立法变通权的经济发达地区，进行自动驾驶的试验型立法亦具备正当性。 在规范层面，《立法法》
第 ８２ 条赋予地方性法规先行立法权。 在功能层面，地方立法先行相比于出台政策文件和中央立法具有明显优势，
且能够通过地方法治竞争促进自动驾驶产业发展。 当前自动驾驶地方立法先行面临的国家强制性车辆标准、强制

保险、无过错责任认定等权限瓶颈，可以借助作为软法的推荐性地方标准的制定、在地方立法中推出产品责任险和

商业险等自愿保险以及通过数据的责任认定的变通处理方式加以解决。 同时，为保障法制统一和协调，自动驾驶地

方立法应遵循国家政策指导，并加强区域协同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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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 ５Ｇ 通信、传感器、高精地图、智慧道路基础设施等自动驾驶所必需的技术越来越成熟，自动驾驶车

辆即将成为交通出行的重要工具。 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将有效地缓解城市拥堵，降低环境污染，给个人出

行带来便利。 然而，相比于制约自动驾驶普及的技术因素、成本因素而言，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是最大的“拦
路虎”，①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自动驾驶产业发展。 中国目前在国家层面对于自动驾驶的发展支持主要来

自政策，②政策虽然具有灵活性，但同时也具有易变性和不稳定性，而且政策往往过于宏观和原则，不利于可

操作性和连续性。③ 相比而言，立法的稳定性、约束力和可预期性，则是其价值所在。 值得关注的是，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发布关于《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

见的公告，进行地方试验型立法的探索，该条例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３ 日通过。 在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发布征求

意见稿后，公安部紧随其后发布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建议稿）》第 １５５ 条概括地规定了自动驾驶汽车的

测试条件、通行要求和责任认定。 此外，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促进无驾驶人智能网联汽车

创新应用规定》通过；１２ 月 ２９ 日，《无锡市车联网发展促进条例》通过。 ２０２３ 年，苏州、阳泉、杭州等地相继

通过了关于智能网联汽车的立法。④ 江苏省不仅修订通过《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增设“自动驾驶条

款”，还通过了《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车联网和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的决定》 （简称《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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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国家层面出台的《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智能网联汽车）》《车联网（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行动

计划》《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车辆智能管理）》《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规范（试行）》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加强智能网联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的意见》《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智能交通相关）》《工业和信
息化部关于加强车联网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工作的通知》《车联网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标准体系建设指南》《自动驾驶汽车运输安全服务指南
（试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关于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工作的通知》等。

参见封丽霞：《中央与地方立法事权划分的理念、标准与中国实践———兼析我国央地立法事权法治化的基本思路》，载《政治与法律》
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第 ２７ 页。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苏州市人大常委会通过《苏州市智能车联网发展促进条例》；９ 月 １４ 日，阳泉市人大常委会通过《阳泉市智能网联
汽车管理办法》；１２ 月 ２９ 日，杭州市人大常委会通过《杭州市智能网联车辆测试与应用促进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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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２０２４ 年，武汉、合肥、广州、北京等地相继通过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立法。①

在中央和地方都释放了立法信号的前提下，自动驾驶在中国究竟应当采取怎样的立法模式？ 当下国内

学界对此存在不同的观点，比如有学者认为应当借鉴德国的立法模式，尽快将分散的地方立法提升为具有较

高位阶的国家立法，②或者先针对 Ｌ３ 及以下级别自动驾驶汽车的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再针对 Ｌ４—Ｌ５ 级自动

驾驶汽车制定“自动驾驶法”。③ 也有学者提出自动驾驶汽车立法可以在“渐进式”立法思路下由地方试点、
另行立法和行政法规先行。④ 还有学者提出“国家—地方—国家”的立法路径以及自动驾驶立法从近期“法
律修改”至中期制定专门条例再到远期进行“专门立法”。⑤ 美国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美国一直未出台统一

的中央立法，在自动驾驶车辆发展过程中，州和联邦的交通立法监管权限分配同样是争议的焦点。 支持州立

法先行的学者认为，在自动驾驶汽车商业化前，各州可以共同制定统一的交通法规范，但侵权责任的规定需

要在事后明确。⑥ 反对各州先行立法的学者担忧，各州竞相立法会导致联邦层面难以监管。⑦

笔者认为，考虑到中国当前自动驾驶汽车的产业现状和技术条件，以及立法权的配置，地方立法先行或

许是一种更符合中国国情的方案。 需要注意的是，深圳的经济特区法规⑧、上海浦东新区法规⑨具有地方立

法变通权，自动驾驶的地方立法创制空间较大，面临上位法掣肘小，问题不是十分突出。 然而，苏州、无锡、杭
州、武汉、合肥、广州等地的智能网联汽车立法，作为促进型立法，并不能真正破除立法障碍、积累立法经验。
江苏省修改《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增设“自动驾驶条款”，有其引导作用，但是规制范围有限，还有赖

于专门立法的出台。 其他地区如果想进行自动驾驶的地方立法，模仿照搬深圳的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

的“变通型地方立法模式”并不行得通，复制苏州等地的“促进型地方立法模式”意义也不大，如江苏省只在

省级层面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条例，“修改型地方立法模式”的立法效果还是有限，因为自动驾驶不仅涉及道

路交通安全，还涉及产业发展等诸多方面。 即使后来出台《决定》予以补充，但仍然缺乏全面有机的结合。
自动驾驶的地方立法要想真正发挥立法效果，需要大胆地先行先试，在地方立法权限内“带着镣铐跳舞”，出
台专门的试验型立法。 值得一提的是，阳泉的立法试图改变“促进型地方立法模式”的定位，朝“试验型地方

立法模式”迈进。 美中不足的是，相关条款的设计略显保守。 《北京市自动驾驶汽车条例（征求意见稿）》曾
是“试验型立法”的典范，甚至在第 ２９ 条规定了“交通事故责任”，􀃊􀁉􀁒但最终立法秉持“有限立法”的思路，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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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４ 年 ８ 月 ２８ 日，武汉市人大常委会通过《武汉市智能网联汽车发展促进条例》；１０ 月 ２５ 日，合肥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合肥市智能网
联汽车应用促进条例》；１１ 月 ２９ 日，广州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广州市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发展条例》；１２ 月 ３１ 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北京
市自动驾驶汽车条例》。

参见张韬略、钱榕：《迈入无人驾驶时代的德国道路交通法———德国〈自动驾驶法〉的探索与启示》，载《德国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００ 页。

参见叶强：《德国自动驾驶立法评析》，载《国外社会科学》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第 ８５ 页。
参见李烁：《自动驾驶汽车立法问题研究》，载《行政法学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第 １０４ 页；汪全胜、宋琳璘：《无人驾驶汽车与我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律制度的完善》，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第 １０７ 页。
参见徐冬根：《国家引领地方先行的自动驾驶立法路径》，载《上海法治报》２０２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第 Ｂ１ 版；郑飞：《自动驾驶立法亟待解决

三个主要争议》，载腾讯网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ｑｑ．ｃｏｍ ／ ｒａｉｎ ／ ａ ／ ２０２４１２３０Ａ０５Ａ９Ｕ００。
Ｊｅｓｓｉｃａ Ｓ． Ｂｒｏｄｓｋｙ，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Ｈｏｗ ａｎ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Ｌｅｇ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Ｍａｙ Ｈｉｔ ｔｈｅ Ｂｒａｋｅｓ ｏｎ Ｓｅｌｆ⁃Ｄｒｉｖｉｎｇ Ｃａｒｓ，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３１：８５１，ｐ．８７７（２０１６）．
Ｔｒａｃｙ Ｈｒｅｓｋｏ Ｐｅａｒｌ，Ｆａｓｔ ＆ Ｆｕｒｉｏｕｓ：Ｔｈｅ Ｍｉ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ｒｉｖｅｒｌｅｓｓ Ｃａｒ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ｎｕ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ａｗ，Ｖｏｌ．７３：１９，ｐ．７２（２０１７）．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简称《立法法》）第 １０１ 条第 ２ 款规定：“经济特区法规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

的，在本经济特区适用经济特区法规的规定。”该条规定了经济特区的立法变通权。 深圳市人大常委会颁布的《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联汽车管
理条例》，就是运用经济特区立法权制定的自动驾驶汽车法规。 该法规包括总则、道路测试和示范应用、准入和登记、使用管理、车路协同基础
设施、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交通违法和事故处理、法律责任、附则等内容。 由于运用经济特区立法权，深圳的立法比较大胆，有诸多创新性规
定，例如，授权行政区全区域开放道路测试、列入产品目录并登记方可上路、自动驾驶模式下要开启指示灯，特别是运用特区立法权在事故责任
认定方面进行了立法变通。 参见李舒瑜：《我市出台国内首部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法规 无人驾驶可在划定区域路段行驶》，载《深圳特区报》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６ 日，第 Ａ０２ 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浦东新区法规的决定》赋予浦东新区法规立法变
通权，２０２３ 年修正后的《立法法》也对此予以明确。 《立法法》第 １０９ 条第 ５ 项规定：“……浦东新区法规……报送备案时，应当说明变通的情
况。”浦东新区探索以浦东新区法规的形式进行自动驾驶汽车立法，《上海市浦东新区促进无驾驶人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应用规定》已通过并生
效。 该法规明确适用范围和管理体制、完善创新应用流程、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和风险防控、强化网络安全与数据安全保护、明确应急处置
要求和相关法律责任以及无人驾驶装备创新应用要求。

《北京市自动驾驶汽车条例（征求意见稿）》第 ２９ 条规定：“车辆在自动驾驶系统功能未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按照现行规
定承担责任。 车辆在自动驾驶系统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属于自动驾驶汽车一方责任的，由车辆所有
人、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 车辆所有人、管理人依照前款规定向受害者进行赔偿后，可以依法向负有责任的生产者、销售者等进行追偿。 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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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是国家立法事权，北京无权规定而予以删除。① 不过，北京的立法首次将自动驾驶应用场景拓展到“个
人乘用车”，这一试验性举措还是值得肯定的。

没有变通立法权的经济发达地区能否实施自动驾驶的“试验型地方立法模式”？ 如果能够实施，可以在

哪些方面作出突破性规定？ 这两个问题是笔者的研究重点。 为此，笔者将首先论证自动驾驶汽车地方立法

先行的正当性，其次分析地方立法可能面临的权限瓶颈，最后提出具体的法律建构方案。 应当说，通过立法

引领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能够避免因为法律障碍错失发展机遇，同时也通过地方立法先行积累经验，服务

国家立法，②以缓和技术的迅速发展与法律安定性之间的内在张力，为最终国家层面的自动驾驶高质量立法

的出台奠定基础。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文中的地方立法，是一种包括标准制定在内的广义上的立法。

二、自动驾驶地方立法先行的正当性

（一）自动驾驶地方立法先行具备规范依据

《立法法》第 ８２ 条赋予了地方性法规先行立法权，③在国家层面的立法时机不成熟和立法经验欠缺的情

况下，可以由地方先行立法积累和总结经验，待立法时机成熟时再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统一立法，这也是立法

最经济和有效的方式。④ 该条款适用的重要前提是需要通过地方先行立法来解决的立法事务，不能是专属

于中央的立法事项，即《立法法》第 １１ 条规定的情形，这是地方性法规的立法“禁区”。 自动驾驶之所以能够

通过地方先行立法的方式解决所面临的法律障碍，是因为自动驾驶在根本性质上属于道路交通领域的管理

事项。 正如学者所言，道路交通领域的诸多治理工作应该先表现为地方性事务，至少也应当属于中央与地方

共同事权。⑤

交通领域存在大量的地方先行立法的法例。 据不完全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交通领域一共制定

了 １４５ 部地方先行性法规，涵盖了道路交通运输管理、城市道路管理、出租汽车、城市公共汽车等领域。 只要

中央立法未规定或规定不明确的，地方均有先行立法的空间。⑥ 最典型的就是电动自行车的立法，在国家层

面没有出台一部统一的电动自行车立法前，江苏、浙江等地都已经出台了电动自行车的先行立法。 多地出台

的电动自行车立法，已经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有些制度业已成熟，如目录管理，登记上牌，禁止拼、改装等，⑦

今后完全可以在统一的中央层面的立法中予以规定。
对于设区的市而言，地方先行立法必须受到《立法法》第 ８１ 条规定的“城乡建设与管理、生态文明建设、

历史文化保护、基层治理”的范围的限制。 如果在设区的市进行自动驾驶的先行立法，那么是否符合《立法

法》的要求呢？ 由于城乡建设与管理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包含的内容较为丰富，《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中将“城乡建设与管理”
界定为“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市政管理”三项基本权限。 不乏观点认为，城市道路交通基础设施、交通

管理属于城市管理的内容。⑧ 城乡规划（包含交通规划）、公共设施建设（包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市政管

理（包含交通管理），⑨道路交通运输和管理理应包括在内。 以设区的市对于网约车的规制为例，其获得管理

权限的依据就在于，网约车属于“城市交通管理”领域，可以纳入到“城乡建设与管理”的范畴之内。􀃊􀁉􀁒 因此，
作为道路交通运输和管理领域内的自动驾驶，在设区的市进行地方先行立法并不存在地方立法权限的限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参见高枝、曹政：《本市支持自动驾驶汽车用于个人乘用车出行》，载《北京日报》２０２５ 年 １ 月 １ 日，第 ５ 版。
参见石佑启、朱最新主编：《地方立法学》，广东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２６ 页。
《立法法》第 ８２ 条第 ２ 款规定：“除本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事项外，其他事项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

区的市、自治州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规。 在国家制定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生效后，地方性法规同法律或者
行政法规相抵触的规定无效，制定机关应当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

参见孙波、郭睿：《地方立法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２９ 页。
参见余凌云：《论道路交通安全法上的地方事权》，载《行政法学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第 ２２ 页。
参见周艾燕、高頔、李胤：《我国交通运输地方先行立法研究》，载《交通建设与管理》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６ 期，第 ８４⁃８５ 页。
参见施立栋、余凌云：《电动自行车的治理》，载《浙江学刊》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第 １６７⁃１６８ 页。
参见魏治勋：《市域社会治理视阈下设区的市城市管理权限界定》，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第 １０１ 页。
参见李小萍：《对设区市立法权限之“城乡建设与管理”的界定》，载《法学论坛》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第 ４４ 页。
参见郑毅：《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关系视角下的网约车立法———基于〈立法法〉与〈行政许可法〉的分析》，载《当代法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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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无锡积极探索车联网立法创新，《无锡市车联网发展促进条例》已生效实施，该立法涉及自动驾驶汽车

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广应用、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安全保障以及促进措施。① 此外，修订后的《江苏省道路

交通安全条例》增设了“自动驾驶条款”，对自动驾驶的概念和类型、行驶数据的记录和存储、自动驾驶发生

违法行为的处理等作了规定。

（二）自动驾驶地方立法先行具备功能优势

１．作为前提的国家层面统一立法的条件不成熟

国家层面统一的自动驾驶专门立法的出台须建立在成熟的立法条件基础上。 不过，就目前自动驾驶技

术的发展和应用现状来看，这样的条件还不具备。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在清华大学法律图书馆召开的“百
度—清华自动驾驶立法座谈会”上，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和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同志对于高级别自

动驾驶的全国统一立法的态度仍然比较谨慎。
首先，自动驾驶技术不完全成熟。 目前的自动驾驶技术还主要处于 Ｌ３ 阶段（有条件自动驾驶）及以下，

国内 Ｌ４ 驾驶阶段（高度自动驾驶）的技术还不完全成熟，只能在有限度的区域内进行开放道路测试和商业

化试运营。 Ｌ５ 阶段（无人驾驶）技术在北京、深圳等地尚处于测试与商业化试运营的起步阶段。 就技术条件

而言，存在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的非理性特征、“算法黑箱”、“人机混合驾驶”、核心数据不安全等问题，②自动

驾驶所依赖的 ５Ｇ 通信和高精地图没有普及应用，符合条件的智慧道路基础设施较少。 自动驾驶由于传感

器和算法等原因存在对路况的识别能力不足、决策和执行错误等方面的问题，例如，没有识别出前方的车辆，
就会发生撞击事故。③

其次，商业化应用经验不充分。 不同于网约车在管理办法出台前已经积累充分的商业化应用经验，自动

驾驶试运营一直在国家和地方政府密切关注下谨慎进行，商业化应用经验较为有限。 由于缺乏足够的商业

化分析样本以及产生的各种事故纠纷案例，监管部门对于自动驾驶究竟应当采取怎样的法律规制模式缺乏

认知，继而立法部门对于采取何种立法方案也是经验寥寥。
再次，涉及法律关系不完全明确。 自动驾驶车辆不同于传统机械车辆，其作为人工智能的产物，给现行

法律关系带来诸多挑战。 随着自动驾驶技术日臻完善，自动驾驶车辆最终能否成为法律关系主体，独立承担

民事责任或刑事责任？ 即便否认自动驾驶车辆的法律主体地位，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如何界定自动驾驶整车

制造商、自动驾驶系统开发商和运营商、驾驶人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各自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目前

还存在一定争议。
最后，关联法律制度过多。 自动驾驶立法，在产品流通、上路行驶、事故责任及保险、网络安全与地图测

绘等环节涉及多部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④ 国家层面自动驾驶立法必须要经过充分准备和论证，否则

会破坏法制的统一和协调。
需要回应的是，虽然《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建议稿）》第 １５５ 条对自动驾驶汽车进行了原则性规定，⑤意

欲从国家层面引导与规范自动驾驶发展。 不过该条款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其一，单个条文涵盖的内容毕竟

①

②

③

④

⑤

其中“基础设施建设”一章，从随路建设、存量道路升级两个方面重点保障基础设施建设、运维。 还推进了车联网应用的广度和深度，
引导车联网和智能网联汽车率先应用于智慧交通、公交出行、城市治理等领域，推进车联网和智能网联汽车的全域应用，重点支持智能网联汽
车商业化运营。 同时，重点保障数据对应用的基础支撑作用，强化车联网数据价值的挖掘，不断推进车联网市场化进程。 参见姚雪青：《江苏
无锡出台首部车联网地方性法规》，载《人民日报》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８ 日，第 ７ 版。

参见中国智能交通协会、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中国自动驾驶产业发展报告（２０２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
第 １３ 页。

在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的“特斯拉自动驾驶致死案”中，当事人驾驶特斯拉 Ｍｏｄｅｌ Ｓ 在京港澳高速邯郸段行驶时，没能识别前方的道路清扫车，
发生追尾事故身亡。 参见张真齐：《维权是为了让悲剧不再重演》，载《中国青年报》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第 １１ 版。

参见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中国智能交通协会：《自动驾驶蓝皮书：中国自动驾驶产业发展报告（２０２０）》，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２９ 页。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建议稿）》第 １５５ 条规定：“具有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开展道路测试应当在封闭道路、场地内测试合格，取得临
时行驶车号牌，并按规定在指定的时间、区域、路线进行。 经测试合格的，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准予生产、进口、销售，需要上道路通行的，应当申
领机动车号牌。 具有自动驾驶功能且具备人工直接操作模式的汽车开展道路测试或者上道路通行时，应当实时记录行驶数据；驾驶人应当处
于车辆驾驶座位上，监控车辆运行状态及周围环境，随时准备接管车辆。 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交通事故的，应当依法确定驾驶人、
自动驾驶系统开发单位的责任，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确定损害赔偿责任。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具有自动驾驶功能但不具备人工
直接操作模式的汽车上道路通行的，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另行规定。 自动驾驶功能应当经具有相应资质的从事汽车相关业务的第三方检测机构
检测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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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虽然该条囊括了自动驾驶汽车测试、上路、驾驶人接管义务、责任认定和车辆检测等重要事项，也给无

人驾驶留有弹性的法律空间，但是对于车辆标准、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险等自动驾驶车辆亟待规制的法律问

题还无法明确。 其二，《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建议稿）》规制的主要是传统机动车，虽然关于自动驾驶的规

定放在附则中，但是正文中对于传统机动车的法律规定是否可以部分适用于自动驾驶车辆，立法还不能合理

协调。
因此，在自动驾驶涉及众多法律制度、法律关系没有完全清楚、商业化经验不充分、技术不断迭代更新的

情况下，直接通过中央专门立法，条件尚不成熟。
２．地方立法的法律优势明显

一方面，相比于规范性文件而言，地方立法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对于交通领域的新兴业态，中国更

擅长通过规范性文件来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 规范性文件具有灵活性的特征，能够根据新兴产业的发展情

况及时作出调整，这是其优势所在。 不过，规范性文件易变、不稳定的特征，同样是其存在的问题。 特别是通

过规范性文件，增设公民义务和减损公民权利，也就是发布带有立法性质的规范性文件，无疑面临合法性诘

问。 其实，现在各地发布的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管理规范文件，基本采用的就是立法体例（包括章节和条款），
里面对于测试主体资质要求、测试车辆性能要求和测试人员资格要求，已经涉嫌义务增设，带有立法性质。
与其通过规范性文件规定，倒不如通过地方立法先行的形式进一步明确规定相关要求，毕竟与规范性文件相

比，地方立法先行能够名正言顺地增设公民义务，具有较高的法律位阶和法律效力，能够作为司法救济依据

或参照。
另一方面，相比于中央立法而言，地方立法制定程序灵活，试错成本低。 美国选择州立法先行的理由，就

在于州立法比联邦立法程序更为灵活，各州不必然被实践标准所束缚，且有更顺畅的规则制定程序。① 自动

驾驶技术日新月异，在找出最佳监管方法前需要进行大量尝试，可能经历多次错误。② 州层面立法试错的成

本较低，联邦层面可以通过学习州层面的立法经验，最后在联邦立法中体现。 该经验中国同样可以借鉴。 自

动驾驶地方先行立法，无论是修改地方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还是出台专门的自动驾驶立法，立法周

期都相对较短，法规的出台较为迅速。 特别是现在地方立法中提倡的“小快灵”立法方式，更是为高质量自

动驾驶地方立法的迅速出台提供可能。 此外，中央的统一立法，牵一发而动全身，试错成本高。 自动驾驶技

术发展迅速，法律调整也需要“摸着石头过河”。 由地方立法先行先试，可以降低改革成本。 即使出现错误，
也能够及时调整，将损失大幅度降低。

３．地方法治竞争以促进自动驾驶产业发展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通过地方法治竞争能够破除制约自动驾驶发展的法律障碍，③赢得自动驾驶

产业发展的机遇。
首先，赋予自动驾驶合法运营地位。 自动驾驶之所以在各地无法进行大规模商业化运营，就是因为没有

明确的法律规定。 对于自动驾驶这一新兴产业，法律供给不足，地方监管部门不敢轻易为自动驾驶运营“开
绿灯”。 如果某地通过地方立法为自动驾驶运营提供法规支撑，赋予自动驾驶合法运营地位，必然会有大批

车企和关联公司在该地注册经营，率先立法的地区自然就抢占自动驾驶产业发展机遇。 美国就在州层面率

先开展立法试验，以确立自动驾驶的合法地位。④ 自 ２０１２ 年以来，内华达州、佛罗里达州、加利福尼亚州、哥
伦比亚特区、密歇根州等已经在州层面出台自动驾驶法案。⑤ 州立法出台，使得美国自动驾驶测试获得合法

性，大批互联网公司和传统车企通过选择合适的州进行测试，促进了美国自动驾驶产业的繁荣。
其次，规范自动驾驶车辆运营环境。 地方法治竞争的重要体现就是规范运营环境，通过高效便民的政务

①

②

③
④
⑤

Ｂｒｉａｎ Ａ． Ｂｒｏｗｎｅ，Ｓｅｌｆ⁃Ｄｒｉｖｉｎｇ Ｃａｒｓ：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ｔｏ ａ Ｎｅｗ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Ｅｒａ，Ｃａｓ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Ｖｏｌ．８：１，ｐ．１２⁃１７（２０１７）．

Ｊｅｓｓｉｃａ Ｓ． Ｂｒｏｄｓｋｙ，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Ｈｏｗ ａｎ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Ｌｅｇ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Ｍａｙ Ｈｉｔ ｔｈｅ Ｂｒａｋｅｓ ｏｎ Ｓｅｌｆ⁃Ｄｒｉｖｉｎｇ Ｃａｒｓ，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３１：８５１，ｐ．８７７（２０１６）．

参见周尚君：《地方法治竞争范式及其制度约束》，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第 ９３ 页。
Ｂｒｙａｎｔ Ｗａｌｋｅｒ Ｓｍｉｔｈ，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Ｌｅｇ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Ｔｅｘａｓ Ａ＆Ｍ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４１１，ｐ．５００⁃５０８（２０１４） ．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 Ｋｏｈｌｅｒ ＆ Ａｌｅｘ Ｃｏｌｂｅｒｔ⁃Ｔａｙｌｏｒ，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Ｐｅｒ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ｏ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Ｓａｎｔａ Ｃｌａｒａ Ｈｉｇｈ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３１：９９，ｐ．１１２⁃１１８（２０１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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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使得地方在招商引资竞争中胜出。① 试想，如果地方立法先行促进自动驾驶产

业发展，执法机构配合立法机构对于自动驾驶运营采用合理的监管方式，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一定会

吸引百度等互联网公司去当地投资自动驾驶产业，带动地区经济发展。
最后，保障自动驾驶企业产权。 如果只有地方“红头文件”支持自动驾驶产业发展，那么企业一方特别

是外企投资方则相对较为谨慎。 因为一旦产生司法纠纷，地方“红头文件”无法在司法诉讼中提供产权保

障。 反之，如果地方通过立法方式促进自动驾驶产业发展，即使产生纠纷，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地方性法规寻

求司法救济以保障产权。 此外，更为公平公正的司法环境也能够增强投资者信心。②

三、权限瓶颈：强制性车辆标准、强制保险和无过错责任

自动驾驶地方立法先行具有正当性，无论是从规范视角的阐释还是功能主义的考量，都能够进行证成。
但和美国不同的是，美国各州控制着车辆的运营、保险、维护和维修标准以及驾驶员的驾驶执照。③ 由于中

国是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地方权力来自中央授权，交通领域的诸多管理事项属于中央事权，地方创制立

法会面临抵触上位法的风险。 特别是对于没有地方立法变通权的经济发达地区而言，通过梳理现行有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来看，主要在自动驾驶的强制性车辆标准、强
制保险、无过错责任等方面面临上位法的掣肘。④

（一）强制性车辆标准的制定权限不属于地方

在中国，车辆标准繁多且主要是由国家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简称《标准化法》）第 １０ 条

第 １ 款规定：“对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以及满足经济社会管理基本需要

的技术要求，应当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由于汽车安全关乎道路交通安全，涉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汽车

尾气的排放与大气污染防治息息相关，涉及生态环境保护，因此，这些汽车标准都需要制定国家强制性标准。
此外，汽车并非是静态的物品，需要在全国销售和流通。 驾驶人也会驾驶车辆，进行跨省、跨区域的行驶。 为

了确保各地车辆标准的统一以方便执法和监管，除了强制性标准外，车辆标准还有大量国家推荐性标准和行

业标准，以实现全国统一性适用。
自动驾驶车辆的产品质量安全、数据与网络安全等都需要制定国家强制性标准。 自动驾驶车辆只有符

合国家强制性标准，才能进入工信部汽车公告目录。⑤ 就自动驾驶车辆的相关标准而言，国家层面已出台了

《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智能网联汽车）》 《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车辆智能管

理）》《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智能交通相关）》《车联网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标准体系建设指

南》等多项指导性文件。 文件中涉及的自动驾驶及相关强制性标准，有的标准已经制定，⑥但是大量标准还

在研究之中。 然而，自动驾驶车辆目前缺乏整车安全技术标准和系统安全技术标准，限制了自动驾驶车辆投

入市场。⑦ 这些强制性标准的制定权限一般属于国家工信部门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地方难以涉及。
（二）新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作为强制保险难以在地方立法中明确设置

保险，具有分散风险的重要功能。 就传统的车辆保险而言，主要包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简
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简称三责险）。 前者是车辆上路行驶必须要购买的保险，属于强制保险。 《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对此进行了详细规定。 后者则是商业险的一种，属于自愿保险。 自动驾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万江：《中国的地方法治建设竞争》，载《中外法学》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第 ８１７ 页。
参见韩业斌：《当代中国地方法治竞争的现状与动力》，载《法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０ 期，第 １２９ 页。
Ｂｒｉａｎ Ａ． Ｂｒｏｗｎｅ，Ｓｅｌｆ⁃Ｄｒｉｖｉｎｇ Ｃａｒｓ：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ｔｏ ａ Ｎｅｗ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Ｅｒａ，Ｃａｓ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Ｖｏｌ．８：１，ｐ．１２⁃１７（２０１７）．
也有实践部门同志认为，机动车属性、通行规则是中央事权。 但在笔者看来，自动驾驶车辆的机动车属性是上路行驶的必然前提，从

测试和示范应用的层面来看，其通行规则并不迥异于传统机动车，完全可以和传统机动车混合行驶，因此并不构成地方立法面临的法律障碍。
参见郑琳、李明雨：《论自动驾驶汽车准入的双层法律障碍及其克服》，载《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第 ６２ 页。
２０２４ 年 ８ 月 ２３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的《汽车整车信息安全技术要求》（ＧＢ ４４４９５－２０２４）、《汽车软件升级通用技术要求》（ＧＢ

４４４９６－２０２４）和《智能网联汽车 自动驾驶数据记录系统》（ＧＢ ４４４９７－２０２４）三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
员会批准发布，将于 ２０２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开始实施。

参见余凌云：《无人驾驶的道交法规范构建》，载《荆楚法学》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第 ９４ 页。



第 １ 期 郑琳：反思与突破：自动驾驶地方先行立法的试验型进路 ９７　　　

的保险，对于提升责任人责任承担的能力和效率，确保受害者获得赔偿，①特别是减轻自动驾驶车辆厂商的

责任，促进自动驾驶产业良性发展至关重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 １１ 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应当协商一致，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

和义务。 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外，保险合同自愿订立。”按照现行的机动车保险框架，自动驾驶

车辆要上路行驶，必须要购买交强险。 自动驾驶车辆毕竟不同于传统的机动车，现有的交强险并不能直接适

用于自动驾驶车辆。 例如，根据现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 ３ 条和第 ２１ 条的规定，交强险

保障的是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车内人员一般不包括在内。 但是高级别的自动驾驶车辆，是由

系统代替人驾驶车辆，车内人员同样是需要保护的，与车外人员并无不同。② 甚至，车内的驾驶人纯粹是受

害者。 即使为自动驾驶车辆量身打造新的交强险，即将车内人员作为承保对象囊括在内，但是由于交强险属

于强制性保险，是中央事权，也应由中央统一立法规范，③地方立法无法设置该事项。

（三）地方立法无法创制无过错侵权责任

传统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民事侵权责任的认定依据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７６ 条，④对于机动车之间

发生的交通事故，采用的是过错归责原则。⑤ 自动驾驶技术对传统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产生颠覆性变

革，自动驾驶系统可以在设计运营条件下完成动态驾驶任务，以驾驶人为核心的事故责任认定机制逐渐向自

动驾驶的所有人、管理人转变。 所涉及的民事侵权责任，也不仅仅是交通侵权责任，还与自动驾驶车辆的产

品责任密不可分。 因为有可能是自动驾驶系统的设计或制造缺陷，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⑥而这属于无

过错责任。 因此，自动驾驶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分配，是技术发展迫切要解决的法律障碍。
自动驾驶车辆发生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后所产生的民事法律责任，一般属于中央事权，应由《道路交通安

全法》统一规定。 根据《立法法》第 １１ 条，民事基本制度属于法律保留事项。⑦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主任李适时认为，民法总则是确立并完善民事基本制度的基本法律。⑧ 民事法律责任是原《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中的重要内容，应属于民事基本制度。 民事法律责

任作为民事基本制度，理应是法律保留事项。 这就使得地方立法在自动驾驶法律责任的分配上，几乎没有创

制空间。
即使有变通立法权的地方立法在自动驾驶法律责任的认定上率先作出规定，但不同地区的差异化规定

可能对全国的法制统一性产生影响。 例如，《上海市浦东新区促进无驾驶人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应用规定》与
《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关于事故责任的规定就存在一定差异，⑨并不利于法制的统一。

四、建构方案：软法、自愿保险和变通处理

（一）标准本质上是一种可以由地方先行制定的软法

自动驾驶车辆的国家强制性标准短期内无法全部出台，在此背景下，可由地方出台标准先行先试。 如果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马宁：《因应自动驾驶汽车致损风险的保险机制》，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第 ８４ 页。
参见郑志峰：《论自动驾驶汽车的责任保险》，载《荆楚法学》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第 ５２ 页。
参见余凌云：《论道路交通安全法上的地方事权》，载《行政法学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第 ２８ 页。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７６ 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

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
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 （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
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
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 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相关讨论参见杨立新：《我国道路交通事故责任归责原则研究》，载《法学》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０ 期，第 １０９ 页；刘家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的归责原则及责任归属》，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０ 年第 ５ 期，第 １０ 页。

参见王乐兵：《自动驾驶汽车的缺陷及其产品责任》，载《清华法学》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第 ９３ 页。
参见余凌云：《地方立法能力的适度释放———兼论“行政三法”的相关修改》，载《清华法学》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第 １５５ 页。
参见李适时：《民法总则是确立并完善民事基本制度的基本法律》，载《中国人大》２０１７ 年第 ７ 期，第 １５ 页。
《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区分了有无驾驶人两种情形，有驾驶人的一律由驾驶人承担责任，无驾驶人的完全自动驾驶

则是由车辆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当然如果是车辆缺陷造成事故，可以向生产者、销售者请求赔偿。 《上海市浦东新区促进无驾驶人智能
网联汽车创新应用规定》主要是针对无人驾驶（完全自动驾驶）的情形，确定的责任主体是无驾驶人智能网联汽车所属的企业，事后可以向负
有责任的自动驾驶系统开发者、汽车制造者、设备提供者等进行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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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自动驾驶的国家标准都制定完备后才将自动驾驶车辆投入市场，无疑会阻碍自动驾驶的商业化进程。
其实，标准的类型具有多样性。 《标准化法》第 ２ 条第 ２ 款和第 ３ 款规定：“标准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
方标准和团体标准、企业标准。 国家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是推荐性标

准。”“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 国家鼓励采用推荐性标准。”在自动驾驶车辆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无法出台

前，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企业标准是可供考虑的选择。
之所以优先选择地方标准，是因为标准本质上是一种软法，可以由地方先行制定。 关于技术标准的法律

性质，宋华琳教授认为：“技术标准作为事实认定构成要件判断的根据，以及行政活动中的重要依据，对行政

机关产生自我约束作用，对私人产生外部法律效果。 因此标准的功能与社会规则体系中法律规则的功能几

无二致。”①王庆廷博士也认为，技术标准具有形式上的规范性、内容上的调控性和效力上的约束性，具有法

律的品性。② 但技术标准毕竟不同于具有国家强制力的“硬法”，其属于软法的一种类型。③ 张欣副教授进

一步提出，人工智能技术标准是一种重要的“软法”治理工具。④ 地方制定自动驾驶标准的过程，类似于运用

了《立法法》第 ８２ 条赋予的地方性法规的先行立法权，即根据地方自动驾驶产业发展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

要，先行制定地方标准。 实践中，深圳近期发布了智能网联汽车首个地方法规十项标准，包括自动驾驶技术

及设计运行条件、整车数据安全及信息安全、车载卫星定位系统等内容，填补了国内标准领域的空白。
也许有学者会提出质疑，《标准化法》第 １３ 条将可制定地方标准的范围限定为“为满足地方自然条件、

风俗习惯等特殊技术要求”，自动驾驶的标准能否囊括在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释义》一书中明确

指出，地方标准可以涉及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只要不妨碍商品、服务自由流通，排除、限制市场竞争。⑤

值得注意的是，自《标准化法》２０１７ 年修订实施以后，部门规章和不少地区的地方立法关于地方标准的规定

对《标准化法》进行了突破，将地方标准范围的规定普遍扩大至“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地理标志产品”“生
态保护”等方面。⑥ 自动驾驶车辆的交通运输管理、出行服务、节能环保方面的标准都可以由地方制定。 至

于有学者担忧的自动驾驶的地方标准会不会低于国家强制性标准，以致无法有效保障公众出行的道路交通

安全。 《标准化法》第 ２１ 条第 １ 款规定：“推荐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的技术

要求不得低于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相关技术要求。”由此可见，自动驾驶的地方标准的安全性是值得信赖的。
从既有的地方立法实践来看，《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第 ２１ 条规定：“市工业和信息化

部门应当根据技术成熟程度和产业发展需要，组织制定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地方标准，由市市场监管部门依法

批准、发布。”该条例第 ２２ 条还规定：“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地方标准应当符合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发展方向，
不得排斥不同发展路径的技术，并应当根据技术发展情况适时更新。”当然，深圳的自动驾驶立法主要是运

用特区立法权制定的，其在立法草案说明中也表示，根据国家有关部委文件精神，为了在智能网联汽车准入

方面先行先试，规定了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地方标准。 不过，深圳的地方立法也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可以借鉴的

经验，即自动驾驶车辆的标准具有开放性和过程性的特点，⑦需要不断动态调整。 此外，在新技术、新业态和

新领域，社会团体标准同样是地方标准的有益补充，这在《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第 ２３ 条⑧

也有所体现，可以在地方立法中进行规定。

（二）通过公私合作在地方立法中推出产品责任险和其他商业险

交强险属于强制保险，只能由法律或行政法规规定。 地方立法无法针对自动驾驶改造设计交强险，⑨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宋华琳：《论技术标准的法律性质———从行政法规范体系角度的定位》，载《行政法学研究》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第 ３６ 页。
参见王庆廷：《技术标准的三重属性———兼论技术标准与法学研究的关系》，载《中国科技论坛》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第 ５９ 页。
参见沈岿：《自治、国家强制与软法———软法的形式和边界再探》，载《法学家》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第 ４０ 页。
参见张欣：《我国人工智能技术标准的治理效能、路径反思与因应之道》，载《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第 ７９ 页。
参见甘藏春、田世宏：《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５２ 页。
部门规章如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制定的《地方标准管理办法》，地方立法如《合肥市地方标准管理办法》 《西安市地方标准管理办

法》等。 参见于连超：《标准化法原论》，中国标准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１３６ 页。
参见王莹：《自动驾驶法律准入问题研究：路线、挑战与方案》，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第 １４８ 页。
《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第 ２３ 条规定：“鼓励智能网联汽车相关行业协会参考国际先进标准，组织智能网联汽车和相

关行业的企业、机构，制定引领性、创新性的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团体标准，报市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备案，并通过相关标准信息平台向社会公布。”
参见张祖阳、樊启荣：《论我国智能汽车产品责任强制保险的制度构建》，载《江汉论坛》２０２３ 年第 ７ 期，第 １２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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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将自动驾驶系统缺陷导致的交通事故损害风险纳入交强险。① 然而，对于非强制性保险如产品责任险、
三责险等商业险，地方立法是可以进行规定的。

地方立法如何推出产品责任险和其他商业险？ 笔者认为，公私合作是可供考虑的方式。 公私合作，是一

种政府借助私人力量履行行政任务的合作治理模式，能够消弭行政任务扩张与行政资源有限之间的紧张关

系。② 当前，自动驾驶车辆的安全风险监管涉及大量复杂、前沿的技术性问题，行政机关单靠一己之力恐难

胜任，因此需要借助私主体力量补充公共执法资源的不足，以此缓解道路交通安全领域离散型风险的规制难

题。③ 自动驾驶的保险设计、定价理赔和风险监管，不同于传统车辆保险，与自动驾驶技术和数据深度关联，
需要政府机关、保险机构、自动驾驶企业等深度合作，共同探索自动驾驶的保险产品及其监管机制。 政府可

以鼓励保险公司开发自动驾驶的商业专属险种，部分地区开展自动驾驶保险创新的先行先试。 实践中，２０２０
年，为保证上汽 ５Ｇ 无人重卡车队安全运行，保险机构为上汽销售部门专门设计了集车险、财产险、产品责任

险于一体的组合保险产品；④２０２３ 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深圳监管局指导深圳市保险同业公会率先在全

国发布《智能网联汽车保险承保理赔工作指引》。⑤

从已有的地方立法实践来看，《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第 ２８ 条第 １ 款要求自动驾驶车

辆登记上路前，必须购买交强险、三责险和车上人员责任险；⑥第 １０ 条鼓励开发全链条的保险产品以及投保

商业险。⑦ 《上海市浦东新区促进无驾驶人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应用规定》第 ６ 条是对自动驾驶企业设置保险

的要求，⑧第 ２９ 条第 ２ 款设置了保险赔付机制，⑨第 ３０ 条还设置了货运、客运的保险种类以及鼓励开发新的

保险产品。􀃊􀁉􀁒 由此可见，上海通过浦东新区法规在保险的设置上进行了诸多创新性规定。 值得关注的是，作
为促进型立法的《无锡市车联网发展促进条例》第 ４１ 条要求自动驾驶测试和示范应用主体要投保交强险和

商业险，􀃊􀁉􀁓第 ５１ 条第 １ 款鼓励开发车联网领域保险产品。􀃊􀁉􀁔 虽然各地规定有所差异，但都提到了鼓励开发自

动驾驶相关保险产品，这其实蕴含着政府指引、多方参与的保险监管的公私合作。
综上所述，在地方立法中对自动驾驶保险可以通过公私合作的方式进行规定。 虽然不能设置新的交强

险，但是可以延续既有的交强险规定，因为有上位法依据。 高级别及以上的自动驾驶车辆所产生的道路交通

事故多半与自动驾驶系统的缺陷有关。 为此，针对高级别自动驾驶和完全无人驾驶，在地方立法中可以规

定，政府鼓励保险机构专门设置自动驾驶系统的产品责任险，由自动驾驶车辆的生产商投保，􀃊􀁉􀁕来减轻企业

赔付压力。 针对车内有驾驶人的有条件自动驾驶，车辆所有人和管理人可以投保三责险等商业险，参考英国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

􀃊􀁉􀁔

􀃊􀁉􀁕

参见邢海宝：《智能汽车对保险的影响： 挑战与回应》，载《法律科学》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第 ３０ 页。
参见章志远：《迈向公私合作型行政法》，载《法学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第 １３７ 页。
参见宋亚辉：《超越公私二分：风险领域的公私法合作理论》，商务印书馆 ２０２２ 年版，第 １１０ 页。
参见赵建国：《有必要探索自动驾驶专属车险》，载微信公众号“中国汽车报”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ｍｐ． ｗｅｉｘｉｎ． ｑｑ． ｃｏｍ ／ ｓ ／

ｃＫＴＵ７ｘ９ＭＤｉｓｌｑｗ８ｙｇｖ８ｌＮｗ。
参见明霞、杜霏等：《自动驾驶汽车保险立法监管与保险实践研究（下）》，载《上海保险》２０２４ 年第 ４ 期，第 ２３ 页。
《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第 ２８ 条第 １ 款规定：“申请办理智能网联汽车登记，除提交申请机动车登记所需的资料、凭证

外，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二）已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三）具有载人功能的智能网联汽车还应
当投保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

《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第 １０ 条第 １ 款规定：“鼓励保险企业开发覆盖设计、制造、使用、经营、数据与算法服务以及其
他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全链条风险的保险产品。”第 １０ 条第 ２ 款规定：“开展道路测试、示范应用或者上道路行驶的智能网联汽车，应当按照有关
规定投保商业保险。”

《上海市浦东新区促进无驾驶人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应用规定》第 ６ 条规定：“申请安全性自我声明确认的企业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五）按照有关规定已经投保或者承诺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一定金额的商业保险。”

《上海市浦东新区促进无驾驶人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应用规定》第 ２９ 条第 ２ 款规定：“无驾驶人智能网联汽车发生交通事故并造成损
害，依法应由智能网联汽车一方承担责任的，由该无驾驶人智能网联汽车所属的企业先行赔偿，并可以依法向负有责任的自动驾驶系统开发
者、汽车制造者、设备提供者等进行追偿。 已经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商业保险的，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上海市浦东新区促进无驾驶人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应用规定》第 ３０ 条规定：“利用无驾驶人智能网联汽车开展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的，
企业应当投保承运人责任保险；开展旅客运输服务的，应当投保车上人员责任保险。 鼓励相关行业组织、企业等联合设立风险基金。 鼓励保险
公司开发适应无驾驶人智能网联汽车特点的保险产品。”

《无锡市车联网发展促进条例》第 ４１ 条规定：“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主体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保
险，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无锡市车联网发展促进条例》第 ５１ 条第 １ 款规定：“鼓励保险机构开发车联网领域保险产品，为车联网企业提供信用保险、保证保
险、知识产权保险、责任保险等保险服务。”

参见韩旭至：《自动驾驶事故的侵权责任构造———兼论自动驾驶的三层保险结构》，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第 ９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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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与电动汽车法案》（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Ｂｉｌｌ）的立法经验，为驾驶人和乘客在内的车上人员投

保。① 因此，自动驾驶的保险可以由原交强险、新产品责任险和新三责险等商业险构成，在保监会备案。 自

动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在赔付顺序上，先由原交强险承担，之后由新三责险等商业险补充，最后由新产

品责任险兜底。
（三）地方立法在无过错侵权责任上的变通处理：通过数据的责任认定

民事法律责任属于民事基本制度，是法律保留事项。 关于高级别自动驾驶交通事故的无过错侵权责任，
不同于传统道路交通安全法领域的过错责任归责原则，没有地方立法变通权的经济发达地区几乎没有创制

空间。 那这是否意味着地方立法对于自动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只字不提”？
答案并非如此。 ２０２３ 年修订的《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增设“自动驾驶条款”，在第 ６０ 条规定：“有

条件自动驾驶汽车、高度自动驾驶汽车和完全自动驾驶汽车开展道路测试或者上道路行驶时，应当记录和存

储汽车发生事故或者故障前至少九十秒的位置、运行状态、驾驶模式、车内外监控视频等行驶数据，并保持数

据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数据存储期不得少于三十日。 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汽车生产企业、自动驾驶系统开

发单位、设备提供方等相关主体应当配合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查处理。”虽然该条款没有明确高级别自

动驾驶车辆的无过错责任，但是强调了自动驾驶车辆生产商、自动驾驶系统开发单位和设备提供方的配合义

务，主要是事故数据的存储、提供乃至解密义务。
未来自动驾驶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将是通过数据的责任认定。 其一，自动驾驶“黑匣子”的作用，在于

通过记录车内数据和车外数据，还原事故发生时的情景，便于事故调查人员进一步分析，从而判断是自动驾

驶系统的问题，还是人工操作的失误，亦或是二者皆有。 其二，数据具有不被篡改性，或者是不被既定规则分

解的特征，防止事故责任在多主体之间的不合理分配。 通过数据的责任认定，关键在于通过记录和分析数据

进行责任溯源和“链式分配”，②“是谁的责任就由谁承担”，既不让自动驾驶汽车生产制造商承担过重的产

品责任，也不让驾驶人承担超出其能力之外的法律责任，实现责任认定的客观性和合理性。 其三，通过数据

的责任认定，是对于因果责任而非法律责任的认定。 具言之，数据记录的情况和事后的成因分析，只是判断

人为因素、产品质量因素、环境因素等对于事故发生的影响力大小，综合得出一个交通事故事实因果关系的

责任认定。 至于具体的法律责任，并不在此阶段作出。 此外，通过对数据的分析，特别是将深度事故数据与

所有全球地理定位的事故数据以及相关天气、交通和车辆操作数据信息结合在一起分析，可以在未来避免一

些事故的发生。③

五、补强：国家政策指导和区域协同立法

自动驾驶的地方立法除了在立法权限方面存在一定的瓶颈需要通过上述方案突破，还可能面临地方先

行立法产生的法制不统一、挑战交通监管安全等宏观层面的质疑。 为此，自动驾驶的地方立法在制定过程中

要遵循国家政策指导以及加强区域协同立法，以消解上述质疑。
（一）遵循国家政策指导

自动驾驶立法会突破既有的法律规则。 不可否认，如果由地方立法先行，会与既有的法律、行政法规相

抵触，影响整体法秩序的统一性。 各地出台不同类型的自动驾驶立法，可能导致地方立法差异化明显，影响

全国整体的立法布局。 没有全国统一的执法监管标准，也不利于道路运输安全的执法工作开展。
自动驾驶地方先行立法，需要遵循国家颁布的自动驾驶政策，尽可能在概念术语上保持统一，减少立法

表达的差异性。 虽然国家政策不是正式的立法，但是对自动驾驶行业发展起到正确的指导作用，而且适用于

①
②
③

参见张欣、赵精武等编：《迈向自动驾驶时代：全球自动驾驶规则要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３ 年版，第 １８６ 页。
参见袁曾：《无人驾驶汽车侵权责任的链式分配机制———以算法应用为切入点》，载《东方法学》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第 ２８ 页。
参见［德］马库斯·毛雷尔、［美］Ｊ．克里斯琴·格迪斯等主编：《自动驾驶———技术、法规与社会》，白杰、黄李波、白静华译，机械工业

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２９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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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尽管美国没有在联邦层面出台一部统一的自动驾驶立法，但是在联邦层面特别重视政策的统一指

导。① 将政策文件中的有关规定和精神吸收到地方立法中，可以减少对法制统一的不利影响。 例如，国家颁

布的《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规范（试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关

于加强智能网联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的意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加强车联网网络安全和数据

安全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对于自动驾驶的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市场准入和数据安全等问题作出重要规定，
具有示范性。 自动驾驶的地方立法理应予以吸收，这在《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的立法说明

中也有所体现。 例如，《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提出要“构建全面高效的智能汽车网络安全体系”并“加强

数据安全监督管理”。 《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专门设置“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一章，对智

能网联汽车涉及的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问题进行规范。

（二）加强区域协同立法

通过地方立法先行的方式对于自动驾驶进行法律规制，不同的监管理念和手段会产生差异，也会影响区

域的执法监管工作的开展。 比如有地区采取严格的执法监管方式，对于自动驾驶的运营安全要求就高；有地

区采取宽松的执法监管方式，就更鼓励自动驾驶市场的自由竞争。 如果自动驾驶车辆从监管宽松的地区到

监管严格的地区上路运营，就会给当地执法监管工作带来挑战，因为其很可能达不到当地上路运营的要求。
由地方立法先行，制定不同的监管标准和执法手段，还有可能产生社会治理问题，自动驾驶车辆都前往收费

低和执法宽松的地区进行载客营运或货物运输，会出现监管混乱的情形，影响监管安全。
为了破除区域自动驾驶运营监管和执法的壁垒，自动驾驶地方先行立法，同样要加强区域协同立法。

２０２３ 年《立法法》修正后，区域协同立法有了更为明确的法律依据。② 通过区域协同立法加强地方之间的立

法沟通和协作，能够防止自动驾驶地方立法之间的冲突和不协调，对于实现区域自动驾驶市场和交通一体

化，③国家的法制统一和监管安全都十分重要。 例如，《北京市自动驾驶汽车条例》第 １０ 条规定：“本市推动

与天津市、河北省等地区在自动驾驶汽车领域协同创新，推动政策互认、标准兼容、场景联通、产业协作，为多

场景、跨区域的自动驾驶汽车创新应用活动提供支持。”当然，北京的立法只规定了一条协同条款。 未来，区
域之间还可在自动驾驶号牌互认、车路协同基础设施共同建设、数据互联共享、联合执法、统一交通事故处理

标准等方面形成协同立法专章。 需要注意的是，地方人大常委会在自动驾驶的立法规划阶段就要开始注重

协调，并贯彻于法规的制定、修改、解释、备案和评估全过程，期间要善于运用联席会议、公众参与、信息共享

等工作机制。 区域协同立法有利于在中央统一领导下，进一步发挥地方立法的积极性，克服地方法治的碎片

化现象，能够避免地方间立法冲突与执法不公，建立统一的监管秩序，营造法治化的自动驾驶营商环境。

六、结语

自动驾驶即将从大规模路测阶段进入到商业化部署和运营阶段，其发展面临的法律问题愈加突出。 自

动驾驶需要立法的引领与规范，在推动技术发展带来的出行便利与维护交通安全和秩序之间通过设计的法

律保护寻求平衡，④确保这一新兴交通业态安全有序发展，以增强消费者的购买和使用信心。 自动驾驶的地

方立法先行具有规范依据和正向的功能考量。 自动驾驶的“试验型”地方立法面临的车辆标准、保险和无过

错责任等权限瓶颈，可以通过制定软法、在地方立法中推出产品责任险和商业险以及通过数据的责任认定的

变通处理方式解决，同时遵循国家政策的指导和加强区域协同立法，为最终国家层面的统一立法积累经验。

①

②

③
④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美国在联邦层面相继发布了《联邦自动驾驶汽车政策》（Ｆｅｄｅｒａｌ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Ｐｏｌｉｃｙ）、《自动驾驶系统 ２．０：安全愿
景》（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Ａ Ｖｉ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ａｆｅｔｙ）、《准备迎接未来交通：自动驾驶汽车 ３．０》（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Ａｕｔｏｍａ⁃
ｔｅｄ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３．０）和《确保美国自动驾驶领先地位：自动驾驶汽车 ４．０》（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Ｖｅ⁃
ｈｉｃｌｅｓ ４．０）。

《立法法》第 ８３ 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可以协同
制定地方性法规，在本行政区域或者有关区域内实施。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可以建立区域协同立法工作机制。”

参见陈俊：《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地方立法协调：样本探索及发展空间》，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第 ２７ 页。
参见［德］托马斯·威施迈耶、［德］蒂莫·拉德马赫编：《人工智能与法律的对话 ２》，韩旭至、李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

第 ２０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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